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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空间法的50年
[德]史蒂芬 霍波（Stephan Hobe）[1]著 赵海峰[2] 译

概要

本文回顾了国际空间法在过去50年的发展，这一发展可以分为3个阶段，各个阶段特点不同：第一阶段是硬法时期（1956年－1979年），第二阶段是以联合国大会决议为表现形式的软法时期（1980年－1992年），第三阶段是重新解释空间法的时期（1992年－现在）。本文将进一步就立法方法、立法效果和是否存在从硬法到软法的发展趋势进行探究。

有关国际空间法的发展，主要的结论是：（1）、未来的国际公法将会是由更为柔性的专门法律制度所组成的空间活动框架；（2）、外层空间活动的主要法律框架存在着不断增加的规范模糊性；（3）、有关月球和其他天体商业活动的法律制度仍不清晰；（4）、有关空间旅游活动的法律制度正在增加，而且可能采取航空与外空法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对此存有争议）。

本文在结论中强调，在国际空间法发展的未来50年，如能将国际空间法重新赋予硬法的形式，将是非常理想的。面对各种挑战，只有这种加强空间活动国际法律框架的方式，才能保持这一国际法律秩序的权威性。国际公法在未来仍然是空间活动的必要框架。但是，更为可能的是，将会有更多的有关专门空间活动的法律规则。而且，国内空间立法也会增加。总之，面对不断增加的私人空间活动，仍然应当保持国际公法架构的权威性。

引言
在最近50年中，空间立法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从第一颗人造卫星Sputnik 1号发射之后，在20年中通过了5个国际条约。但在此之后，从第5个国际公约――1979年《月球协定》通过前后开始，国际空间立法采取了新的形式。我们将会对这些不同的阶段加以讨论，但总体的情况是，似乎缔结具有拘束力的国际条约的想法已被抛弃。

下文将试图考察国际社会不愿通过更多国际条约的原因。接着，将会提出有关这一发展的未来和前景。我们自问，有关外层空间的利用和探索是否迈向了一个相对规制[3]的阶段？ 此外，本文还将会探讨有关这一可能的相对规制的结果与原因。最后，将会讨论在法律规范方面可能的突破：使国际社会返回更加强有力的规范标准中，这种规范的特点是硬法和以清晰的关键概念为基础的外层空间立法。

一、空间飞行的起源和空间法的早期作品
飞往太空属于人类的独特梦想。举儒尔勒·凡尔纳[4]为例，你就可以发现飞往月球和其他天体的单纯想法就使人们获得了多少灵感。在早期，空间飞行的先驱者如德国的Wernher von Bruan 和俄国的Konstantin Ziolkovsky[5]已经发现外空可被视作国防的必要因素。二战时期德国的国防体系曾依赖需要通过外层空间的V2火箭。[6]有关外层空间法的早期重要著作，特别应当提及象曼德尔（Vladimir Mandl）这样重要作者的作品，曼德尔是皮尔森（Pilsen）这个地方的律师，他用德语发表了一篇48页的论文，标题为“空间法，空间飞行的一个问题？”[7]在这篇简短的论文中，曼德尔在第一部分阐述了空间飞行的公法和国际公法方面的问题。在该部分的结尾，他研究了1919年10月13日的《巴黎公约》，缔约方在该公约中确立了各国对于空气空间拥有主权。曼德尔极富远见地认为，在空气空间对于主权的尊重将对外层空间也产生深远的影响。他因而主张空间物体在通过空气空间时应拥有通行权（Transit Right）。曼德尔明确主张应当通过空间立法。[8]而且，他明确地提出了空气空间的边界问题。[9]他还极有远见地考虑到应在外层空间建立空间站的问题。[10]最后，曼德尔还坚决请求确立外层空间的国际规则。他认为，外层空间不属于任何一个特定的国家，[11]这又是一个具有预见性的观点。这一主张后来在1967年《外空条约》中得以确立。

二、空间立法的重要特点
如上文所述，曼德尔预见到了国际空间法后来的许多发展，空间立法却在20年后才真正开始进行。

（一）第一阶段：1957年到1979年20余年的空间立法

从总体上看，空间立法在其初期取得巨大的成功。[12]自从第一颗人造卫星Sputnik1号于1957年10月4日发射以后，联合国立即对这些新的活动予以关注，并进行了相关立法。1959年建立了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作为联合国大会的特设机构。[13]该委员会立即提出了立法建议。1963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1962号决议，[14]，该决议的内容包含了国家空间法的所有重要特征。该决议为最终通过外层空间“大宪章”――1967年的《外空条约》奠定了基础。[15] 在《外空条约》中，第2条确立了外层空间不得据为己有的原则，第4条确立了非军事化原则；第8条包含了登记原则和保持管辖和控制权原则；第6条包含了非政府实体开展空间活动的一般可能性；第7条确立了责任原则；此外，第9条确立了非污染原则等。上述原则是外空立法的主要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以外层空间和天体是人类共同的事情这一重要的原则为中心，该原则体现在《外空条约》第1条第1款之中。[16]
此后，国际社会根据包含在《外空条约》中的某些原则制定了更多的专门立法。（首先在1968年通过了《营救协定》，该协定突出了各国支持《外空条约》第5条所包含的原则）受到更多争议的是《空间物体造成损害的国际责任公约》（《责任公约》）[17]，它是对《外空条约》第7条所包含的一般原则加以展开的一个更专门的例子。[18]在该公约中，对有关的问题进行了重要的精心改进。例如，《责任公约》对严格责任和过错责任做了区分。如对空间问题造成的损失做了严格责任的规定，而对其他空间物体造成的损失应采取过错责任原则。[19]而且，本公约包含了若干细致的规定。但令人关注的是，这些细致的内容并未对一些重要的概念如“发射国”或者“空间物体”做出准确的界定。[20]《责任公约》第1条第3款对“发射国”概念的规定自然包括了定义的要素。该条规定了一个国家可能成为发射国的四种不同的情况。这就是自己发射空间物体，或者促使（私人主体）发射，或者从其领土上发射，或者从其设备上发射了空间物体。从迄今为止的情况看，这一定义就显出了不足之处。从另一方面看，“空间物体”这一用语，虽然在国际空间法上具有关键的重要性，但在《责任公约》第1条中对此几乎没有规定。根据该条，“空间物体”一词包括“空间物体的组成部分、物体的运载工具和运载工具的部件”，很清楚，这个也包含在《登记公约》中的“定义”作为一个定义来说是很有缺陷的。[21]但有意思的是，到目前为止，虽然定义不清，却也并未产生太大的困难。

正如上文已经述及，《外空条约》第8条的登记原则在1975年的《登记公约》中有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该条约包含了一些不同的重要概念。本公约最重要的国际义务之一是向国家登记簿和联合国秘书长保管的国际登记簿提供信息。[22]
最后，《指导各国在月球和其他天体上活动的协定》（《月球协定》）也获得了通过。[23]这个协定是一个完全的失败：虽然条约在5个国家批准后即可生效，而且条约1984年通过后不久就获得了比利时、荷兰等国的批准，不过，到现在为止也仅获得13个国家的批准，但我们仍然必须说，它依旧是一个僵死的国际条约。[24]这主要是由于包含在《月球协定》第11条中使用的比较模糊的语言。该条声称月球及其资源以及其他天体的资源是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25]
以下的情况十分有趣：上述所有的5个国际条约都包含着在一段时间后可以提出专门修正的条款。例如，《外空条约》第15条，《营救协定》第8条，《责任公约》第25条，《登记公约》第9条。但迄今为止，所有这些可能进行的修订均没有进行。而且，《登记公约》在第26条包含了一个审查条款，规定在该条约生效10年后对公约进行审查，也即应在1985年进行。《月球协定》在其第18条也包含了一个类似的审查条款，按其规定应在1989年进行该种审查。在5个空间法条约中，只有《外空条约》有近百个国家批准，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其余的均在90个和仅仅13个批准国之间。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但有意思的是，对于这些国际协议，既无修订，甚至也无国家提出修订的要求。

（二）第二阶段（1980－1992年）：联大决议目的在于减缓国际承诺吗？

从1980年起，另一个阶段开始了，有关外空活动的新的国际立法开始适用：即通过联大决议的方式。[26]如在为卫星直接电视广播提出指南方面，就是如此。在通过联大决议的过程中，国际社会讨论了一个颇受争议的问题，就频段的重叠和对从国家其他实体传来的信号加以干扰的问题。“信息传播的自由”与“事先同意”是这些日子中受意识形态影响的争议焦点。[27]我们应清楚地承认，在今日国际电讯全球化的时代，这些问题再也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了。但是，当一国的产品进口到一些欧洲国家如法国时，一定的配额仍在发挥作用。

接着，联大就遥感卫星的使用原则在1986年通过了决议。[28]在制定该决议时，提出了类似的问题，那就是，被遥感国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不允许遥感国遥感，或者允许遥感国遥感之后，可以获得的益处是什么。“原则”事实上对此问题采取了折衷的措施。有的作者认为该原则的大部分内容是有效的国际习惯法，其他作者则对此提出质疑。[29]
最终，联合国大会于1992年通过了在空间物体上使用核动力源的指导原则。[30] 在该原则中，为了安全的考虑，对于使用核动力源提出了一定的要求。最终该决议获得了通过。

联大决议的效果如何？众所周知，这些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特征。它们更多的是由法律确念所支持的一些国家实践的表达。由于联大不具立法权，它们无法成为国际公法中的硬法。[31]至少在开始时，决议的无拘束力特征是有意识地选择的，以给予空间国家及其他国家在硬性执行中的柔性。用另一句话说，为了避免破坏和谐，大家就无法律拘束力特征的内容取得了一致。[32]
（三）冷战结束以后（1992－现在）：一个重新解释国际空间法的阶段

上述发展从1980年代一直持续到1992年。1992年显然是东西方冷战的结束，而这对于空间法的制定也必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3]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超级大国对于联合国协商进行空间立法日渐失去了兴趣。

1、1992年前后冷战结束后几年中的空间立法新阶段

这一阶段的特征是什么？很有意思的是，这一截止到今天的长达15年左右的新的第三阶段的特征是以联合国大会决议的形式对国际空间法的主要概念进行重新定义。所以，是一种对第一和第二阶段所用的方法结合。运用这一方法的例子是1996年联大关于空间全人类利益的声明。[34]从1988年起对《外空条约》第1条第1款[35]几乎全部重新措辞的问题被列入了联大和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的议事日程。在发展中国家的要求下，委员会努力完成以下任务：就《外空条约》第1条第1款意义上的国际合作，各国应当如何完成其义务的事宜提出具体建议。[36]结果却与设想相反，决议表明，在实施合作义务时，各国在选择方法和途径的问题上几乎享有完全的自由。[37] 所以总体上，空间惠益宣言几乎任何具体的事项也没有确定。

2、接着，“发射国”这个相当模糊的概念也被提交到法律小组委员会讨论。[38] 一个工作组经过工作，提出了既重要又新颖的建议。该建议宣称，鉴于目前推进制定国际空间法遇到的困难，当遇到应当处理的有关空间物体的问题时，应由成员国通过实施国内立法加以解决。[39] 这是迄今为止既有意义又很重要的建议，因为随着作为外空活动日益商业化结果的私人空间活动的增加，这一现象也受到了重视。而且确实，在2000年以后，各国也通过了一系列重要的国内空间法。[40]这与缔约国应当履行《外空条约》所赋予的成员国应当批准和持续地监督私人空间活动（第6条）这一重要的国际义务有关。到目前为止，13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国内空间立法。另外，还有8个国家正在进行国内空间立法的准备。[41] 换言之，各国开始发现，如果一国希望在自我保护的前提下加强外空活动的商业化和私营化，一些国内空间立法是必须的。这样，才可以调整私人行为体的活动。因而，日益模糊不清的国际法又有了总量不断增加的国内空间法作为补充。

3、最后，从2005年起，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关注各成员国空间物体的登记实践。[42] 此次，国际外空活动条约的一个重要概念又将得到重新考虑。不过对此的意义也不应夸大。目前所进行的仅仅是在外空委的日程表上对各国在此问题上的实践进行考察。但是这一考察的目的也在于促使缔约国更加具体和有效地履行国际法律义务。在这里，最终的目的是通过一个联大有关登记问题的决议，就国际空间法的关键概念做出权威的解释。

三、对于国际空间立法关键方面的重新思考

除了其他因素之外，外空法发展的二个方面值得特别提及。

（一）作为立法基础的协调一致决策方法

联合国外空委组成以后，很快确定采取协商一致的方式进行决策。[43]协商

一致的基础是不采取正式投票的方式，但非正式地，对于一致同意的追求支配着整个谈判的进程。[44] 主持立法的委员会的主席应努力达成这一协商一致，而且事实上可以说任何谈判伙伴都具有否决的权利。这被认为显然大大延长了国际立法的进程。它另一方面要确保所有有关的当事方能认可谈判的结果，因为它们都同意这一结果。然而，在实施该方法约40年后，对此也应提出批判的观点。本文作者认为，协商一致原则首先会导致谈判进程的延长，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不能投票，而必须寻求一致。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寻求协商一致的过程中，还存在着导致使国际空间立法条文的措辞致命的模糊不清的危险。“空间物体”、“发射国”或者登记时间上所使用的“切实可行的范围内尽速”就是这种为了保证进展必须时刻寻求协调一致的方法所带来的结果的典型事例。不应否认，至少在空间立法最早的20年中，协商一致的方式曾是非常有效的。但是，正如我们已看到的，这种方法在破坏关键概念的准确性问题上也有黑暗的一面，尤其在所谓“一揽子交易”时。本人认为，今天这一方法的令人争议的优点已被遮蔽。

（二）重新定义的重要性

而且，最近的实践已显示出正如上文中提到的重新定义外空活动的国际条约法的倾向。这一发展开始于第二阶段结束时。有关《外空条约》第1条第1款所包含的“空间的全人类利益”，其后是包含在《登记公约》中的“登记”。通过联大决议，重新定义外空立法的关键概念的工作正在进行。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令人怀疑的事情。非常清楚的是，国际空间法学界并未感到已经到了通过重新起草一个条约以推动空间立法前进的时刻。相反，人们选择了联大决议这种无法律拘束力的形式以表明国际空间立法的某些关键概念的重要性。从遵守法治的原则的角度看，这种发展是令人遗憾的。当然，以联大决议解释公约的形式虽不理想，但肯定比什么都没有要强。所要提出的问题是，为何修订（或审查）国际条约迄今为止从未进行，其中的一个原因可能是一些国家对于较少拘束力的决议感到更加舒适。但这意味着对法治遵守得更少！[45]
四、返回更加坚定的法律承诺的下一阶段

上面的相当批判性的论述，如果不能将其转变为积极的行动，是无法导致某些进步的。因而，谨提出以下四个建议：

（一）作为关键原则的登记问题

国际社会目前拥有一个返回严格遵守国际空间法的机会。目前正在进行的重新考虑包含于《登记公约》的若干概念的进程提出了这样一个机会。很清楚，因为许多私人空间活动已经存在，对《登记公约》提出了若干现实问题。如空间物体的所有权在轨转移，[46]或者有的国家在私人公司在其领土上发射，或者国际组织发射时否认其具有国际法上的登记义务。[47] 而且，《登记公约》要求提供的信息，远不能满足详细了解空间物体概况的要求。[48] 因而，如果目前正在工作的工作组能够确定应对《登记公约》做何种重要的澄清，外空委能够迈出勇敢的一步，对《登记公约》进行某些修订，这将是对于整个人类均有益处的事情。国际法协会空间法专业委员会将对修订提供具体的建议。[49]显然，如果能够通过联大决议解释《登记公约》的主要原则指南，也是有益的，因而也是迈向该方向的第一步。将来也可以将这种解释指南发展为《登记公约》的修正案。

（二）外空游客能否被视为宇航员？

下一步可能是对1968年《营救协定》的解释。该协定很快（2008）就将庆祝其诞生40周年。如果将传统的宇航员作为其适用范围，协定仍然是行之有效的。但是，相对于空间旅游这样的现代企业来说其是否足够，就值得怀疑了。就此，应当尽快地重新加以考虑。是否应当将所谓的“空间飞行参与者”――也即那些非职业宇航员、而主要为旅游目的参加空间飞行的人员――的专门的飞行条件进行研究讨论，并加入到《营救协定》之中。[50]这可能将有助于正在成长的空间旅游行业的加快成长，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决有时不无争议的空气空间和外层空间的划界问题。[51]与前相同，对此问题，无论是通过联大决议对《营救协定》进行解释，或者直接对协定进行明确的修订，都是行之有效的。

（三）国际空间立法示范法

上述所举的例子清楚地显示，在日益增长的空间活动私有化和商业化的时期，国内空间立法正在变得日趋重要。[52]我们也看到，国家空间立法的数字正在上升。从仅仅几个到已有13个国家完成了空间立法；另外8个国家的立法目前正在起草之中。因而，如果国际社会能够通过联合国外空委推出一个国内空间立法的示范法将是非常有价值的。这种示范法将为国内空间立法的起草提供指引，因而推动各国国内立法的进程，并加强法治。

（四）《月球协定》

《月球协定》第18条规定在其生效的10年后将对其进行审查。1984年该协

定生效，所以，1994年审查的时间就到了。但至今为止，任何事情都没有发生。而对于月球和其他天体的商业开发的界限，并无一个清晰的概念。[53]虽然对月球的开发变得越来越可行，但除了《外空条约》的极少规定之外，并无其他法律基础。最近关于出售月球土地的争议就是最新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例证。[54]所以，联合国外空委应带头研究1982年《海洋法公约》及其1994年实施协定。[55]它应开始创造性地考虑，在今日的有关外空及其资源以及天体资源的商业化利用的国际法律环境中，人类共同财产的概念意味着什么？就此，国际法协会德里会议的2000年1月决议可以提供一些指导。[56]
前景

毫无疑义，应当对国际空间法的有关概念加以准确化。在未来对月球和其他天体的商业利用的可能性不断提高的时期，对于曼德尔在1932年即已预见到的关键概念进行具体和准确的理解，是十分必要的。在此方面十分重要的还有，国家和私人实体的国际义务应当是措辞准确并且具有约束力的。因而，必须向联合国外空委和联大提出强烈请求，应当回到国际空间立法的第一阶段，应通过修订条约和国内空间立法使在一定程度上过时的国际空间协议更加丰富，这些添加将使国际空间法更加适应当今国际社会的需要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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